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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减贫 40 年

朱 玲 何 伟*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 40 年间，中国已基本消除饥饿，到 2017 年底，共有 7 亿多乡村人口

摆脱了贫穷，贫困发生率下降到大约 3%。这主要归因于: 第一，农民渐次赢得了在计划经

济体制确立过程中丧失的经济自由; 第二，国家高层决策群体回应公众诉求，引领人民转

向市场经济，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 第三，政府不断强化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并将

社会保障制度推广到全国城乡; 第四，全社会动员，针对受限于不利区位和能力薄弱的群

体，持续采取综合性扶贫措施。当前，财政扶贫资金的边际减贫效果明显递减。因而有必

要排除行政力量对贫困户经营决策的直接干预，拓宽合作社经济发展的制度空间。同时，

消除城乡居民的权利不平等，促进贫困家庭的劳动力转移和乡村人口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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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减少极端贫穷 ( 即通常所说的绝对贫困) 方面成绩斐然。

2015 年 7 月，联合国驻华系统发布报告指出: “中国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上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卓越成就，其中包括从 1990 年到 2011 年，帮助 4. 39 亿人摆脱贫困，五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降低了三分之二，孕产妇死亡率降低了四分之三，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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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及基本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降低了一半①”。2016 年，世界银行的一篇政策研究报

告提到，以每人每日收入 /消费 1. 90 美元为标准估算，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从 1981 年的

88%下降到 2012 年的不足 7%，该报告将这一惊人的进展，称为邓小平式改革的传奇

( Gill et al.，2016) 。2017 年，中国政府公布，最近 30 多年来，共有 7 亿多乡村贫困人

口摆脱贫困，2017 年底的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3. 1%②。

中国疆土辽阔，区域间社会经济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环境千差万别，加之以往 40

年的分权化发展方式，各地政府和民众为摆脱贫穷所采取的行动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

有的减贫手段。此外，由于此间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农业为主的

国家向制造业大国的转型，中国在减贫中的经验和教训又独具特色。观察中国减贫历

程的视角，也因此多种多样。近两年的回顾和总结，多聚焦于 2020 年之前及此后的减

贫战略，关注收入贫困线的调整和贫困标准所含维度的增加，分析贫困识别和瞄准机

制的变化，并评估相应的政策实施效果。虽然政策研究的结论几乎不约而同地指向城

乡统筹扶贫，但工业化与城市化只是作为其中的前提或背景而着墨清淡 ( 北京师范大

学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2017; Chen et al.，2018; 王小林，2018) 。

《中国扶贫开发报告 ( 2017) 》曾专题讨论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重点观察政府在

推行“外部介入式全过程精准扶贫”的实践中，如何在贫困地区催生特色产业，以及

怎样借助“扶贫车间”和省际“劳务协作”促进贫困地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 李培林

等，2017) 。不过，这些专题报告几近于忽略城市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所牵涉的城乡关

系。最近有关城乡、区域、行业和企业间劳动力转移的一项研究，揭示了改革开放对

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性藩篱的突破，带来了怎样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最终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至于其中的减贫效果，则多半存而不论 ( 蔡昉，2018) 。

还有一些研究基于观察收入分配格局的视角，既阐明了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又测定了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或许为研究目的和数据所限，分析的重点

时段始自 1988 年，关注的焦点设在 2012 年以来的新动态，而非回顾和总结整个改革开

放时期特定领域的变化及其动因 ( 李实等，2017 ) 。Gill et al. ( 2016 ) 回顾了中国将近

40 年的改革和开放对于减贫的作用，但报告的重点并非是总结中国经验，而是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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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来自联合国网站《联合国赞赏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及其最终报告》 ( 2015 ) ，
https: / /news. un. org /zh /story /2015 /07 /239632。
来自中国政府网《2017 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 3046 万人》 ( 2018 ) ，http: / /www．
gov. cn /xinwen /2018 － 02 /01 /content_ 5262917. htm。



例视为 1950 － 1970 年间的“东亚经验”在更大人口规模和更长历史时段的延续。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世界银行提出的 “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

障相结合”的减贫模式的有效性，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相关利益群体的行为，以及

由此而导致的政策形成和实施后果，则略过不提 ( Gill et al.，2016) 。

鉴于此，本文拟拾遗补阙，采取以下步骤勾勒叙述。其一，循着改革开放的时序，

追寻城乡分隔制度被逐步破除的关节点。其二，以这些关节点为界，分阶段讨论对工

业化城市化和减少贫穷发生决定性影响的重大制度性和政策性变革，阐明变化的缘由

以及对贫困群体生计的影响。其三，改革开放历程中的扶贫战略和扶贫政策演进，以

及政策实施中的经验和教训，只是作为此类变革的组成部分来回顾和总结。

采用这种做法的思维逻辑和历史事实还在于，第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动

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从生产率较低的产业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转移，从就业机会较

少的农村向就业机会较多的城市转移，既是二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贯

穿工业化城市化过程的主要内容 ( 张培刚、方齐云，1997) 。

第二，多数情况下，贫困人口纵然家徒四壁，仍拥有劳动力资源。就业，特别是

转向报酬有望增加的工作，是他们缓解和摆脱贫困的一个有效途径。因此，无论是人

力资本投资还是其他促进就业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和政策，在缓解贫困的方向和作用上，

都与扶贫战略和政策一致。至于缺少劳动力的贫困家庭，以及尚不具备劳动能力或丧失

劳动能力的贫困个人，只能依靠包括社会救助在内的社会保障措施而免于深陷困境。

第三，如果说以上两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具一般性的话，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

城乡分隔制度，便是一个相对于其他二元经济体的独特之处。政府在推行重工业优先

和颇具城市偏好的发展战略过程中，通过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人民公社组织制度，将

农民及其家庭束缚在村庄，并下达计划指标落实 “以粮为纲”方针，指令农民主要从

事种植业生产。城市消费品凭票供给以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与户籍相捆绑的政策，

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壁垒。1977 年，农林牧渔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

份额为 29%，而在其中就业的劳动力则占全国就业总数的 74. 5%①。到 20 世纪80年代

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的时候，户均耕地仅半公顷左右。不难设想，若无其他就业出路，

大规模拥挤在农业的劳动者，如何能摆脱隐蔽性失业造成的贫穷? 正因为如此，改革开

放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一直伴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城乡之间的制度壁垒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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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国家数据栏目中 1977 年的年度数据，http: / /data. stats. gov. cn /
easyquery. htm? cn = C01＆zb = A0201＆sj = 1977。



第四，1954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宪法第三章

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明文昭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

由①”。然而，在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的过程中，农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被诸多政策条文所

剥夺，最近 40 年来，他们为了谋求生活的改善，不约而同地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逐步突破城乡之间的制度壁垒 ( 刘守英、曹亚鹏，2018) 。但凡农民成规模的 “以脚投

票”行动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他们也就成功地为自己选择的谋生方式拓展了制度空

间。政府以政策文件形式对农民的创造性行为的认可，也就意味着赋予了这些行为合

法性。这一过程既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民应有的权利渐次回归的历史，因

而为我们即将分阶段展开的讨论提供了明晰的线索。

第五，迄今，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那些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条文已大多废除，

可是进城的乡村户籍人口仍未得到与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他们或多或少地被城市

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所排斥 ( 都阳等，2014) ，为昂贵的居住成本所迫而不得不聚

居在城区边缘，甚至因“城市环境秩序整治”而遭受行政性驱逐。农村留守儿童人数高

达 6877万的现象②，更是时时刻刻提醒政府和公众，隐形的城乡制度壁垒依然存在。

为什么农民争取应有的 “城市权利”如此艰难? 首先，农民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

早已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显著下降。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文，全面阐述新政权的形态，其中一个著名的论断是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其

论据在于，“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

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③”。1955 年，

毛泽东在题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重申实行农业集体化，号召加速改造小

农经济④。这些理念付诸实践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将农民作为改造对象，强制实行集体

化。以至他们在失去经济自由的同时，在社会政治事务中的决策权大为削弱，最终在资

源分配中也处于不利地位。在以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民的贫穷和饥饿

如影随形。“下乡务农”不但被用作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的政策工具，而且还作为政治运动

中的惩罚手段。这无疑是在国家层面人为地矮化了农业人口的社会地位 ( 朱玲，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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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人大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1954 年) 》 ( 1954 年 9 月 20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http: / /www. npc. gov. cn /wxzl /wxzl /2000 －12 /26 /content_ 4264. htm。
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网 《2015 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http: / /
www. unicef. cn /cn / index. php? m = content＆c = index＆a = show＆catid = 226＆id = 4242。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68 － 1482 页。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18 － 442 页。



其次，在目前的国家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决策过程中，农民的话语权还是相对微

弱。以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为例，城乡选民同票同值的规定自 2010 年开始实行①。这

已然是明显的历史进步，但农民和农民工 ( 农村迁移工人) 群体的代表性依然不足。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提供的信息，始自 2018 年的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共有代表 2980 名。其中，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民代表为 228 名，占比为 7. 65%。农民

工代表为 45 名，占比为 1. 51%。如果仅考虑外出农民工的数量，2017 年的总数为

17185 万人②，占当年中国大陆总人口 ( 139008 万人) 的 12. 36%，占就业人员总数

( 77640 万人) 的 22. 13%。这些比率，与农民工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所占份额的悬殊差

别，可谓一目了然。

进一步讲，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已越来越多地纳入基层调查、

多方咨询、第三方评估和专题政策研究的成果。最终制定的政策条文，往往是多元社

会群体角力和妥协的结果。农民及农民工的利益诉求通常经由政府农村工作部门、学

界、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表达，但这种间接发声与农民及农民工群体的直接诉求相隔多

远、耗时多长，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正是出于类似的考虑，早在 1980 年，农村政策研

究的老前辈杜润生同志就建议，恢复农民协会，作为农民的代言人，以改善这一职业

群体的政治经济地位 ( 杜润生，2005) 。

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地实现其基本权利，是特定社会兼容市场经济自由 ( 效率)

和社会均衡 ( 公平) 的根本条件 ( 朱玲、魏众，2013 )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对最近

40 年乡村减贫历程的回顾，既讨论贫困群体的收入变化和基本需求满足程度，也关注

他们的基本权利的实现状况。特别要回答的问题是，第一，哪些制度性的变化促进减

贫，哪些阻碍减贫? 第二，哪些变化出自农民对制度障碍的冲击，哪些变化缘于政策

制定者的相机抉择? 第三，目前还有哪些制度安排不利于减贫? 如何排除这些障碍?

为此，以下将主要采用现有的政策文件、统计公报、专题研究文献和笔者以往的实地

调查记录，作为陈述和讨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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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53 年，农村每 80 万人配置 1 个代表名额，直辖市和 50 万人口以上的省辖市每 10 万人配
置 1 个名额。这意味着，农村每一选民的实际选举权仅为城市每一选民的 1 /8。1995 年，这
个比值提高到 1 /4。直到 2010 年，修改的选举法中才有了“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
代表”的规定。但是，农民代表的数量并不因此而必然增加，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中的农民代
表人数仅约 90 位 ( 韩大元，2010) 。
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2018 年 2 月 28
日发布) ，http: / /www. stats. gov. cn / tjsj / zxfb /201802 / t20180228_ 1585631. html。



二 从消除饥饿到摆脱贫穷

如今，“脱贫致富”在中国官方话语和媒体表述中已成常用词，而事实上，无论是

国家和地区，还是贫困群体和家庭，从 “脱贫”到 “致富”，通常都需经历漫长的发

展过程。特别是，贫穷程度越深的群体，脱贫的难度也就越大。以往 40 年的乡村减贫

历程，因而也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本节拟将这 40 年分为 5 个阶段，围绕上节提出的

焦点问题展开讨论。

(一) 始自温饱追求的农村改革 ( 1978 －1985 年)

根据 2015 年联合国对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陈述，贫穷可以定义为 “不仅是缺

乏收入和资源导致难以维持生计，还表现为饥饿和营养不良、无法充分获得教育和其

他基本公共服务、受社会歧视和排斥以及无法参与决策①”。饥饿不仅指维持一个健康

的生命所需的热能摄入不足，而且还有营养素缺乏的含义②。一个家庭和个人只要能有

充足的食物，即使达不到营养均衡，也可避免食不果腹，即热能不足了。在中国，人

们常用“食不果腹”和“衣不蔽体”来表达极端贫穷的状态，而温饱正是维持人类存

活的必要条件。1978 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即出自农民对温饱的追求和政府解决当

时“九亿人民的吃饭问题”的政治意愿③。

1976 年 10 月，历时 10 年的“文革”结束，社会秩序亟须恢复，各行各业百废待

兴。1978 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宣告工作重点转向经

济建设和申明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方式，重振旗鼓聚拢民心，启动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

的重大历史转折④。还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

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 草案) 》，其中明确指出，“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农民生活很苦，

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薄弱”以及 “一九七七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还略少于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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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来自联合国网站《可持续发展目标———17 个目标改变我们的世界》 ( 目标 1: 在全世界消除
一切形式的贫困) ，https: / /www. un. org /sustainabledevelopment /zh /poverty /。
来自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网站《我们离“零饥饿”还有多远?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
状况 2017》，http: / /www. fao. org /state-of-food-security-nutrition /zh /。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 草案) 》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
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原则通过) ， 《新疆林业》1979 年第 S1
期，第 1 － 11 页。
来自中央政府门户网《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 一九七八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 ，http: / /www. gov. cn / test /2009 － 10 /13 /content_ 1437683. htm。



五七年，农村还有一亿几千万人口粮不足”。为了扭转这一状况，该草案尤其强调发挥

农民的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

利”。这就为接踵而来的农地经营制度变革，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安徽、四川、贵州等省的农民为了 “吃饱肚子”，已开

始自发组织实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并得到地方主政官员的认可。安徽小岗村的

“大包干”，即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方式，则进一步使农户成为相对独立的经营主体

( 陈锡文，2017) 。对此，高层决策者的意识形态争论非同寻常地激烈和尖锐 ( 赵树凯，

2018) 。能够促使他们逐渐达成共识的主要因素，一是消除饥饿的共同意愿; 二是出于

减少救济粮款发放从而减轻财政负担的考虑; 三是对邓小平的政治权威的认同与服从;

四是改革中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增长的事实本身即具有说服力 ( 杜润生，2005) 。

1982 － 1986 年间，立足于扎实的调查研究和广泛的政治协商基础之上的 5 个中央

一号文件，既肯定了农民在农地经营制度中的伟大创举，又及时回应了随之而来的社

会经济形势变化。在放活农村工商业、疏通流通渠道、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

增加农业投入和调整工农城乡关系等多个方面，用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激发了农村经济

的活力。此间人民公社体制的消解，更是扩展了农民的经济自由，使他们得以凭借自

己的努力，大幅度地减少了饥饿和贫穷。尤其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农户获得了长时段的土地使用权和经营决策权以及相应的剩余控制权和剩

余索取权。农民将与此相关的收入分配制度变化，准确地概括为 “交够国家的，留足

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制度安排，对于他们增加生产和提高收入，无疑是巨

大的激励。

第二，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实质上不仅赋予农民部分财产权，而且还使

他们获得了支配自己劳动力的自由。这也就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农业劳动力转

移创造了前提条件。

第三，改革初期，伴随土地经营制度创新的，还有农业价格支持政策 ( 主要是粮

食收购和农资销售价格补贴) ，加之此前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化肥生产投资正处于回报递

增期，诸多有利因素刺激农业生产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世界银行的报告表明，

1970 － 1978 年间，中国的农业生产率年均提高 2. 7% ; 1979 － 1984 年间，年均提高

7. 1% ( Gill et al.，2016) 。1978 － 1986 年间，粮食、棉花、油料、肉类和水产等主要

农产品的总产量大幅增加，全国农民家庭的人均净收入平均每年提高 11% ( Zhu，

1991) 。这不但缓解了乡村人口的饥饿和贫穷，而且还丰富了城市人口的餐桌，为农村

非农产业发展、城市工业服务业增长及相应的人口规模扩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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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78 年到 1985 年，农村未获温饱的贫困人口由 2. 5 亿人减少到 1. 25 亿人，他

们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 30. 7%下降到 14. 8%①。那些依然缺吃少穿的群体，多数由于

生存环境恶劣和人力资本缺乏而未能充分利用改革的机遇。他们居住的地区或者是资源

和基础设施条件均不利，或者是虽有资源潜力但基础设施薄弱。共同的现象是这些地区

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渐扩大。因此，中央政府在推进农村改革

的同时，于 1982年在甘肃、宁夏开始实施扶贫计划，将目标设定为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

问题。1985年底，又将这一目标纳入全国性的农村扶贫战略 ( 朱玲、蒋中一，1994) 。

(二) 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中的就业创造 ( 1986 －1992 年)

改革前农村存在的隐蔽性失业，在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普及后转为显性。农民为

了创造就业和增加收入，一方面调整农业结构，扩大那些足以提高劳动密集程度和产

品附加值的生产分支; 另一方面，积极发展非农产业，开辟新的就业领域。由于不同

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本已千差万别，同一期间的发展模式不仅各具特色，农村人

口遭遇的制度性障碍也各不相同。

历经土地经营制度改革而仍然遭受饥饿威胁的贫困群体，主要聚居在西部农村。

因此，1986 年首次出台的全国性扶贫计划带有鲜明的区域瞄准特征，即中央政府拨款

扶持的对象是贫困县。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落后地区援助方式相比，此时的扶贫战略

充分显示了增长激励和效率导向的特征。第一，改变单纯救济的办法，赋予农牧民更

大的经营自主权 ( 例如自由销售) ; 减免税收，促使贫困地区的政府和人民因地制宜发

展经济。第二，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贫困地区居民投劳，多方合作改善当地的生产

和生活条件。第三，由中央各职能部门组织对贫困地区进行综合性投入，例如科技、

教育、医疗保健、林业和水利建设，等等。初始的全国性扶贫行动主要由政府动员，

通过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组织实施，这是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又一个特征。由于扶

贫行动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公共产品供给的性质，这种行政动员和实施方式在社

会组织和市场机制发育不足的情况下，可谓别具优势。

不过，强大的外在行政力量干预也有可能与致贫因素一起，限制受援群体的创造

力。20 世纪的农村扶贫战略设计主要是在受援区域内及当地农业中寻找脱贫门路。

1989 年，在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当中，东部地区的县份已有 79%越过了当年的贫困

门槛 ( 农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350 元) 。这个比率在中部为 35%，在西部仅有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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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 ( 白皮书) ( 2001) ，http: / /www. scio．
gov. cn /zfbps /ndhf /2001 /Document /307929 /307929. htm。



鉴于此，中央政府强调，把扶贫工作向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延伸，向少数民族

地区延伸。在扶贫计划中，把解决缺粮问题置于首位，每年调拨 100 万吨以工代赈专

用粮，投放于贫困地区的基本农田建设项目。目标是在 “八五”期间 ( 1991 － 1995 ) ，

平均每人 1 亩基本农田，满足贫困人口的粮食需求 ( 朱玲、蒋中一，1994) 。

相形之下，沿海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农民，已经开始从事

多元化的经济活动。若非如此，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他们也难以走出贫穷。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农村工业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为 40 年的改革开放史留

下了浓重的一笔。那时的城市国企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以国家 “放权让利”为标

志的改革，并未给农村劳动力的区域和城乡流动留下多少制度空间。农村劳动者只好

在本乡本村建立工业企业，成就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局面。对此，中央政府曾以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政策口号予以肯定。今天看来，这种行为更多地是制度

扭曲下的权宜之计，而非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阶段。

源头不同的乡镇企业在起步之初，遭遇的不仅仅是缺乏资金和人才的难题，制度

性的歧视是不同地域和类型的乡镇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障碍。人民公社时代的社

队企业，就被限制在不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贷款和争市场的范围内。“文革”之后，在

社队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苏南农村工业，又被 “三就地”的指令羁绊，即只可就地

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然而工商业的发展毕竟为农民创造了就业和收入，还为基

层政府和社区管理机构贡献了财力。因此，这种有悖经济规律的指令，不仅受到基层干

部和农民的共同抵制，也未得到地方政府的配合。1982 年和 198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及

1984年第4号文件 ( 《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 ，向农民开放了更多的权利。不

但乡镇企业随之快速增长，还出现了个体企业、合伙企业和私人企业 ( 杜润生，2005) 。

相对于以乡镇政府为主创办企业的 “苏南模式”，起步于农民家庭工商业的 “温州

模式”，由于其鲜明的非公有制色彩，不但在运行中被计划经济机制排挤，而且还受到

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舆论 “讨伐”。以至一些先行创业者锒铛入狱，支持家庭工商业发

展的地方主政官员遭到贬黜 ( 董辅礽，1986，2002; 王运正，2018) 。其实，对乡镇企

业的限制和对家庭工商业的阻击，与先前对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否定，有着共同的

思想渊源。那就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先验理解，甚或是将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经验

奉为圭臬。在这种模式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为全民所有制，低级形式为集

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及其他形式的所有制，必须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

公有制形式所取代。而且，低级公有制形式须向高级形式过渡，目标是建立全社会的

单一的全民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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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乃国家行政权力

和资源配置权力的结合 ( 董辅礽，1979，1985) 。农民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及公有制企业

形态的努力，不啻是对计划权威和行政权力的挑战。因此，对非公有制企业形态的压

制，以及对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群体的歧视，既出自施压一方的观念障碍，又因为他

们对农民的被剥夺状态缺少同理心，而且还恰恰手握行政权力。然而，农民不惜向政

府让渡部分产权也要经营非公有企业的种种变通行为，以及 2000 万城市待业青年向政

府请愿要工作，实际上都是在“用脚投票”。广东农民冒死逃港，更是用生命来表达自

己的选择 ( 萧冬连，2018a，2018b) 。

对此，一些既体察民情又具备国际视野的中央和地方主政者的回应是，创新制度、

发展经济。邓小平不仅早就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①”，而且还

根据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认定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快速推进工业化，

才能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窗口机会。引入境外资金、设备、经营管理和技术人才，便

成了一种顺理成章的决策。中央政府相继推出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

放区的方案，赋予开放区的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

在此背景下，非公有制企业形态中又增添了 “三资”企业。

这些引进的现代工业企业，不仅充分利用了中国大陆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而

且还带动了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乡镇企业的发展。尽管 “三资”企业及

其他非公有制企业为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为适龄劳动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就业岗位，

还是屡遭质疑、非难和坎坷。邓小平 1992 年视察南方时的讲话，为多种所有制企业的

发展，扩展了制度和舆论空间。他明确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

强综合国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评判制度创新性质的标准。尤其是，关

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论述，为中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②。

1986 － 1992 年间，虽然改革开放的进程曲曲折折，农民还是从快速工业化及相关

的非农产业活动中受益良多。农民家庭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收入来源也渐趋丰富。

从工资性收入占全国农民家庭人均净收入的比重来看，从 1983 － 1984 年间的 10%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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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 1978 年 12 月 13 日)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3 － 144 页。
参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 1992 年 1 月 18 日 － 2 月 21 日) ，《邓
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70 － 383 页。



右，增加到 1990 年的 20. 2% ( 图 1 ) 。此外，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促使一些成功发

展工商业的村庄和乡镇，变成了工商小镇或规模不等的城市。城镇经济的高速增长带

来的劳动力需求，又为此后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跨城乡、跨区域流动，创

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图 1 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占比

注: 2012 年及之前，统计口径是人均纯收入，2012 年之后是人均可支配收入; 1983 年和 1984 年工资
性收入的统计口径是劳动者报酬收入，包括从集体统一经营中获得的收入以及从经济联合体得到的收入;

1983 年、1984 年、1985 年和 1990 年相应的《中国统计年鉴》没有对“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分开统计，因此，统一放在了“财产性收入”项下。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计算得到。

(三) 农村劳动力区域性流动的减贫效应 ( 1993 －2002 年)

1993 年，中共十四大宣告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届三中全会所做的决定不但提出 “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

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 而且还强调“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

产业转移和地区间的有序流动①”。这就一方面，强化了对非公有制经济增长的政策激

励，从而为此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添加了 “增量改革”的特征; 另一方面，为农村劳

动力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薄弱之处突破区域性流动的限制，开辟了一条可行的路径。其

成效在十四大之后城镇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大幅增加的趋势中大致得到反映。到 2002

年，城镇地区就业总数达 25159 万人，非国有经济吸纳的就业者占 71. 5% ( 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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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来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 中国
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1993 年 11 月 14 日通过 ) ，http: / /
cpc. people. com. cn /GB /64162 /134902 /8092314. html。



图 2 城镇地区国有和非国有单位就业人数 ( 1978 －2016 年)

注: 2002 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对 1990 － 2001 年所公布的城镇地区就业人员总数进行了微调，这里是调
整后的数据。非国有单位就业人数 =城镇地区就业人员总数 －城镇地区国有单位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计算得到。

理论上讲，农村劳动力向工业 ( 包括服务业) 聚集的城市转移，本身即包含减贫

效应。因为转移的动机既来自城乡收入差距的 “拉力”，也出自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对

收入较低的群体产生的推力。收入较低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就业既能增加其收入，

又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结果还将促进二元经济发展。然而在中国的现实中，跨城乡

的劳动力转移不仅受阻于计划经济遗留的制度性壁垒，而且还遭遇城市户籍居民的排

斥和城市政府新增的政策性障碍。即便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离土又离乡”的农

民来此务工经商的历程也非一帆风顺。仅从 2017 年深圳市政府宣布失效的一些规范性

文件的名称，即可略见一斑①。

其一，1979 － 1984 年间，文件中逐渐出现 “外来民工”的称谓，对外来就业人员

的政策规定，从“清理”转向收费管理。例如: 《关于不要雇请汕头菜农作临 ( 时)

工、合同工的通知》 ( 深革发 〔1979〕171 号) 、 《关于从严掌握使用临时工的通知》

( 深革发〔1980〕64 号) ，尤其是 《关于清理外来人员的通知》 ( 深革发 〔1980〕84

号) ，明显包含拒人于城外之意。《关于加强对外来人员管理工作的补充规定》 ( 深革

发〔1981〕131 号) 、《批转市劳动局 〈关于特区企业合同制工人劳务费收缴问题的请

示〉的通知》 ( 深府 〔1982〕180 号) ，以及 《关于外来民工的疟防工作的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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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来自深圳政府法制信息网《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宣布失效一批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深府
规〔2017〕5号) ，http: / /www. sz. gov. cn / fzb /xxgk /qt /gzdt /201710/ t20171027_ 9442764. htm。



( 深府〔1984〕88 号) ，既表明接纳外来工的意向，却又以收费措施增加企业用工和外

来工就业的成本，从而反映出市政府限制外来工数量的政策倾向。

其二，1988 － 1991 年间，对外来工的管理在政策摇摆中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包容。

这表现在出现频率较高的文件用语上，便是时而 “整顿、清理”，时而 “安置、培

训”。深圳市政府先后下达了 《关于严格控制使用外地临时工的紧急通知》 ( 深府

〔1988〕319 号) 、《转发市公安局、劳动局关于整顿外来劳动力，清理 “三无”人员，

控制暂住人口膨胀的工作意见的通知》 ( 深府 〔1988〕383 号) ，以及 《印发 〈关于整

顿清理暂住人口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 深府办 〔1991〕239 号) 。其中，压缩外来人

口规模的意图不言自明。同期，还有 《关于印发 〈深圳特区暂住人员安置区建设管理

试行方案〉的通知》 ( 深府〔1990〕259 号) 、《关于停止对企事业单位和暂住人员收取

管理费、治安费的通知》 ( 深府〔1991〕11 号) ，以及《批转市劳动局关于深圳市工人

职业技术培训十年规划和 “八五”计划的通知》 ( 深府 〔1991〕478 号) 。从这些标题

不难看出，市政府不但主动减轻了施加给用工单位和外来工的缴费负担，而且还为外

来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做出了制度安排。

其三，1996 － 2002 年间，沿海开放地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此前，粮油

票证等消费品配额供给制度已在全国范围内废除，极大地方便了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

涌向沿海地区的“民工潮”随之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个热点事件。与此相对应的

深圳市政府文件，在更大程度上显示了对外来民工的制度性接纳。《关于做好春节期间

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的通知》 ( 深府〔1996〕348 号) 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办

理 2002 年劳务暂住证有关问题的通告》 ( 深府〔2002〕27 号) ，便是恰当的案例。

深圳作为典型的新兴工业城市，本地户籍的劳动人口就业几乎不受外来工流入的

影响。因此，城市管理制度的社会包容度随着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日益增大。至于老工

业城市，对农村迁移人口的社会包容度则狭窄了许多。1993 年之后，以 “抓大放小”、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特征的国企改革迅速推进，企业所有制形态转而由 “国有”和

“非国有”来区分。一方面，相当一批中小型国企和集体企业转制，成为私人持有的民营

企业，并游离出大量剩余人员; 另一方面，大型国企在公司制改造过程中，也在削减冗

员。数量可观的“下岗工人”安置和再就业，因而成为市政府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

不过，下岗工人原有的技能和就业意愿与新增的岗位需求并不完全匹配，这就给

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迁移劳动者留下了就业和创业机会。城市政府为了既保护本城户

籍人员的就业岗位，又吸纳经济增长所需的低成本劳动力，纷纷针对农村迁移劳动者

设计“制度栅栏”。这种制度栅栏的开合及疏密程度，由城市管理者控制。其变动多半

·51·

朱 玲、何 伟: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减贫 40 年



取决于市政府和本城户籍居民的利益变化，外来就业者并无发言权。即便是在同一城

市就业多年，他们也难以参与城市的政治决策而只可能得到部分经济权利。这一点在

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市的外来工管理文件中，就有颇具代表性的反映。

第一，外来劳动者只能进入本地户籍劳动力不足的就业岗位。1993 年的 《上海市

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管理暂行规定》中的第五条便如此要求①。很明显，外来劳

动者甫一进入上海劳动力市场，其就业和发展机会就被这样的前提规定削减了不少。

第二，通过行政程序规范用人单位的基本招聘标准。1994 年的 《上海市外地劳动

力务工许可证管理试行办法》规定②，用人单位申领 《务工证》必须提交 6 份材料，

除了用工审批文件、劳务合同和务工人员的身份证明外，还须提供受雇者初中以上的

学历证明、上海市卫生局指定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以及公安部门核发的 《寄住证》。

考虑到自 1994 年秋季全国才开始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些规定无异于促使用工单位如

同“撇奶油”一般，从当时的农村迁移劳动者中仅选择优质劳动力。

第三，有关《务工证》的申领办法，强调用工单位和外来务工人员提交证明材料，

无形中增加了外来劳动者从事非正规就业活动的困难。这恰恰反映出，在劳动力市场尚

未发育的条件下，城市管理者对就业形式的多样化认识不足。或许出于类似的原因，1994

年，市政管理部门设立上海市遣送站分站，把拾荒者也纳入收容遣送对象 ( 李丽焕，

2010) 。这种状况在 1996年的《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员管理条例》中有所改善③。最明显

的是，增添了有关家政服务人员申领就业证和个体工商户申领营业许可证的规定。

第四，对领到务工证 ( 就业证) 的农村迁移劳动者，城市管理部门亦提供一些基

本的入门服务，帮助他们适应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譬如 1996 年的 《上海市外来流

动人员管理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应对外来人员进行法律知识、职业技术、劳动安全、

社会公德等方面的教育培训。此外，还规定外来就业者领取暂住证后，15 日之内体检;

育龄妇女还须到计划生育部门验证。

第五，设立蓝印户口制度，从外来人员中筛选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 ( 有一定财力

的投资者、商品住宅购买者和单位急需聘用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 ，给予一定程度的

上海市民福利待遇。例如，“在入托、入园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申领营业执照、安

·61·

劳动经济研究 2018 年第 6 卷第 4 期

①

②

③

来自《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管理暂行规定》 ( 1993 年 12 月 18 日上海市人民政
府批准) ，《新法规月刊》1994 年第 3 期，第 54 － 57 页。
来自 110 法律咨询网上海市劳动局《上海市外地劳动力务工许可证管理试行办法》 ( 1994 年
1 月 18 日发布) ，http: / /www. 110. com / fagui / law_ 271144. html。
来自《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员管理条例》，《新法规月刊》1996 年第 11 期，第 14 － 17 页。



装煤气和电话等方面享受本市常住户口者的同等待遇①”。

第六，借助劳动监察和居民管理网络以及罚款措施，保证上述政策性规定的实行。

纵然进城就业面临的制度环境近乎苛刻，源自中西部农村的民工潮依然浩浩荡荡。

据 2001 年《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公布的消息，四川是全国劳务输出最多的省

份，每年有 800 多万人实现异地就业，通过邮局寄回家乡的资金每年约 200 亿元②。那

么，这些跨地区、跨城乡的迁移劳动者是否属于贫困人口? 首先可以肯定，他们未必

都来自极端贫困地区也未必是最穷的人，因为极端贫困群体或者支付不起迁移费用，

或者由于人力资本水平太低而很难逾越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门槛。

其次，农村迁移劳动者多为家乡的低收入者，进城务工期间是城市里的穷人。若

按国际贫困标准衡量，属于尚未脱贫的群体。若非如此，很难设想他们会含辛茹苦背

井离乡，从事城里人不愿做的高风险、高强度、劳动环境不佳的工作。再其次，已有

的研究表明，迁移劳动者在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中的比重从 1997 年的 19. 9%上升到

2000 年的 25%，涉及的家庭由 39. 9%增加到 51. 1%。而且，贫困家庭的成员在迁移就

业后，通过收入转移显著地降低了其他成员的贫困发生率 ( 蔡昉等，2006) 。

1993 － 2002 年间，贫困地区留守农户的生活状况又如何呢?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

划》 ( 1994 － 2000) 的目标基本实现，贫困地区粮食产量年均增长 1. 9%，农民人均纯

收入年均增长 12. 8%，绝大多数农户解决了缺粮问题。到 2000 年底，贫困地区通电、

通路、通邮、通电话的行政村分别达到 95. 5%、89%、69%和 67. 7%。在 592 个国家

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中，53. 7%的县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并扫除了青壮年文盲。这

为进一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缓解贫困，创造了必要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条件。

(四) 社会保障体系的扩展与扶贫行动的深化 ( 2003 －2011 年)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逐渐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市

场化和全球化相互推动，带来了更多有利于增长的因素，经济体量迅速增大。与此同

时，社会经济转型中累积的矛盾愈益尖锐。进入 21 世纪，“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

业真危险”的呼声，以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 ( 户籍、性别、

职业和地位) 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福利差距的扩大，均引起高层决策群体和公众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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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来自中国上海网《上海市蓝印户口管理暂行规定》 ( 1993 年 12 月 23 日) ，http: / /www．
shanghai. gov. cn /nw2 /nw2314 /nw2319 /nw2407 /nw26170 /u26aw27256. html。
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 ( 白皮书) ( 2001) ，http: / /www. scio．
gov. cn /zfbps /ndhf /2001 /Document /307929 /307929. htm。



2003 年春，SARS (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疫情爆发，成千上万农村迁移工人争先恐后逃

离城市回乡避灾，疫情扩散风险因而加大的情形，更是暴露了农村人口缺少社会保护

的事实。此外，疫情因国际旅行人流密集而造成全球性的健康风险。故而中国社会政

策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状况，也引起诸多国际组织的关注。对此，中共十六大所做

的一系列决策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题下，十六届三中全会突出强调统筹兼顾，协

调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①。在提出的诸项改革任务中，“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

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和“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也位列其中。对

比十六届三中全会宣告的具体决策和社会经济现实，一些决定至今尚未落实。例如，

“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可按当地

规定在就业地或居住地登记户籍，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

务”，等等。但是在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公共服务和缓解贫困方面，实际取得的成

就超越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预期。

第一，2003年，近乎于乡村社会医疗保险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 “新农合”) 开

始向全国推广。各级政府按比例向合作医疗基金拨付财政资金，农民缴费在基金筹集中

的比重不高于 30%。到 2006年底，全国乡村都已建立医疗救助制度。2011 年，新农合覆

盖的农村人口已将近 98%，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因病致贫的风险 ( 朱玲，2014) 。

第二，2009 年，中央政府相继制定了农民工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政

策，以及建立新型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 “新农保”) 的方案，并于翌年开始试

点。值得一提的是，新农保制度中包含着非缴费型公共养老金 ( 基础养老金) 。公共养

老金来自中央政府拨付的定额财政资金，地方政府可根据本地财力予以资金匹配。这

种制度设计既可保证对老龄贫困人口的包容，又不失为一种行政成本较低的选择，因

而深得贫困地区政府和人民的认同。2011 年，笔者在西藏昌都边远农牧区调查时注意

到，为了能按规定领取公共养老金，那些一直未办理身份证的农牧民，纷纷前往公安

机关排队履行身份证申领手续。

第三，2007 年，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 “低保”) 开始向全国农村推广。这就使那些

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特别是缺少劳动力而难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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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 2003 年 10 月 14 日中国共产
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 ，http: / /www. gov. cn / test /2008 － 08 /13 /
content_ 1071062. htm。



与生产性扶贫项目的贫困户，得以稳定地受益于社会安全网。

第四，2003 年税费改革之后，“乡统筹”和 “村提留”名义下的农民缴费负担与

农业税一起废止。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主要由政府投资和拨款，这

就为大幅度地减轻农民负担，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与此同时，政府对农村、农业和

农民发展的投资日渐密集。这其中，农户安全饮水设施和村庄环境整治投资，无疑有

助于改善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从而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 ( 朱玲，2018) 。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从城市向农村的扩展，以及社区公共服务筹资制度的改变，

更多地惠及贫困地区。2001 － 2011 年间，中央和省级政府向重点贫困县的财政转移支

付力度明显增强，扶贫政策的综合性进一步提高。政策目标从解决温饱问题 ( 主要是

消除收入贫穷) ，拓展到缓解多维度的贫困。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 2011 － 2020

年) 》将此通俗地概括为 “两不愁、三保障”，即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

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①。相应地，政府以 “整村推进扶贫开发”的

方式，将扶贫政策的瞄准对象，从贫困县下沉到乡镇、村庄和农户。国际组织和国内

民间组织的扶贫理念与项目和资金一起，也同时向贫困地区集中②。

此间，以下事项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其一，2004 － 2010 年间，中央政府

拨付 30 亿元，实施名为“雨露计划”的劳动力培训项目。接受培训的贫困家庭劳动力

超过 400 万人次以上，其中 80%以上的人实现了非农就业。这意味着，他们通过培训

增强了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机会和分享收益的能力。其二，贫困地区 5 岁以下儿童的低

体重率和生长迟缓率，从 2000 年的 15. 8%和 36. 9%，下降到 2010 年的 8%和 20. 3%

( 表 1) 。鉴于儿童营养状况对家庭食物保障程度更为敏感，这两个指标值的下降趋势

表明，中国已趋近消除饥饿的目标。同期，邻国印度 5 岁以下儿童的低体重率和生长

迟缓率均在 40%以上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13 ) 。2011 年，笔者从德国波恩大

学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会议获悉，印度总理为扭转这一状况，借助立法手段发起

了全国性的儿童营养改善行动。其三，2011 年，中国政府将农村贫困线提高到年人均

纯收入 2300 元，比 2010 年的贫困标准提高了 80%。这就将此前处于贫困线边缘的家

庭和刚刚脱贫的群体，一并纳入扶助对象，以便更有效地预防和减少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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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来自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 2011 － 2020 年) 》 ( 国务院
公报 2011 年第 35 号) ，http: / /www. gov. cn /gongbao /content /2011 /content_ 2020905. htm。
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 ( 2011 ) ，http: / /www. scio．
gov. cn /zxbd / tt /Document /1048386 /1048386. htm。



表 1 1990 －2013 年间中国农村 5 岁以下儿童营养状况

年份
低体重率( % )

全国农村 非贫困地区 贫困地区

生长迟缓率( % )

全国农村 非贫困地区 贫困地区

1990 16. 5 — — 40. 3 — —

1995 14. 1 — — 40. 8 — —

1998 9. 8 7. 0 14. 5 27. 9 23. 4 36. 4

2000 10. 3 7. 4 15. 8 25. 3 19. 1 36. 9

2002 7. 8 — — 24. 8 — —

2005 6. 1 4. 4 9. 4 16. 3 13. 9 20. 9

2008 5. 1 3. 9 7. 3 13. 7 10. 9 18. 9

2009 4. 6 3. 7 6. 6 12. 6 9. 4 18. 3

2010 — — 8. 0 — — 20. 3

2013 3. 1 2. 0 5. 2 11. 2 7. 5 18. 7

注: “—”表示无可供使用的数据。
资料来源: 1990 － 2000 年和 2005 － 2010 年的数据来自 Chen et al. ( 2011) ; 2002 年和 2013 年数据来自 Yu et al.

( 2016) 。

还需指出的是，社会保障体系 ( 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 的基本功能正

在于通过社会共济预防和缓解贫穷、减少不平等和增进社会包容。与市场经济正常运

行相匹配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不但有利于劳动力流动，而且还与优化资源配置和促

进就业的目标相兼容。在城乡收入差距巨大的情况下，分城乡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一

种不得已的政策选择。然而，为了应对劳动者在跨城乡、跨地区和跨行业转移中遭遇

的贫困风险，就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 “底线”社会保障平台。非缴费型的公共养老金

和普惠制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以及与户籍脱钩的常住人口社会救助及公共服务供给

制度，当为构筑这类底线社保平台的组成部分。

多数农村迁移劳动者游离于城市养老和医疗保险之外的事实说明，这样的底线社

保平台尚未形成。2011 － 2012 年间，在农村迁移劳动者当中，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

和医疗保险的比率还不足 30%。参保率如此之低，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设计本身即社会

包容性不足。其主要表现，一是农村迁移劳动力当中多为非正规就业者，收入低且不

适合针对正规就业者而设的保险制度。二是由于这两类保险尤其是养老保险缴费率过

高，以至用工单位及迁移工人亦尽可能避免承担其缴费责任。三是城市社保管理机构

缺少充分的正向激励，妥善解决养老保险权益便携性不足的问题。因此也就很难保证，

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迁移工人退休时能充分享有其养老金权益。这是因为，大多

数企业仅使用青壮年迁移工人。正规就业的农村迁移劳动者往往刚过盛年，就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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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非正规就业状态从而脱离企业职工社会保险。

可见，2003 － 2011 年间，无论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扩展，还是扶贫行动的深化，都

是在社会领域实施“增量改革”，并未触及城市管理制度对农村迁移人口的社会排斥。

这种排斥，归根结底缘自农村人口在权力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及由此导致的权利缺失。

它表现为横亘在城乡之间的制度性障碍，因而也只能靠制度性的改革予以拆除。可以

说，这是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关键一步。

(五) 精准扶贫中的收入再分配 ( 2012 年以来)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步入收入高度不均等的国家之列，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一

直处于 0. 4 以上的高位。到 2007 年，总人口中 10%收入最高的人群获得的收入，占全

体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在 33. 7% ～ 40. 3%区间 ( 李实等，2013 ) ①。自 2010 年，收入不

均等程度增加的趋势发生逆转。2013 年，基尼系数为 0. 433，与 2007 年的 0. 486 相比，

大约下降了 11%。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份额从 38%下降到 15%。

这种积极的变化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扶贫开发等公共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

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逆转直接相关 ( 李实等，2017) 。

中共十八大 ( 2012 年) 以来实施的精准扶贫方略，更是全方位地朝着减少贫穷和

缩小收入差距的方向加力。十九届三中全会有关公共资源分配的决定，强调了同样的

原则，“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促

进全社会受益机会和权利均等②”。此间最为鲜明的制度性变化莫过于，为了实现 2020

年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目标，“十三五”规划 ( 2016 － 2020) 把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

脱贫作为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据此，省 /区 /市党政一把手向中央签署 《脱贫攻坚

责任书》，并层层立下军令状③。这种方式，近乎于自上而下地制定指令性计划。为了

达到计划指标值而投入的人力物力及组织资源，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对此，国务院扶

贫办发布的报告 《中国减贫的新进展》提供了系统的信息 ( 中国国务院扶贫办，

2017) 。基于其中的数据和信息，以下主要从稳固现有减贫成果和预防贫困风险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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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依据加权样本数据计算的结果为 33. 67%，对城镇高收入人群样本偏差加以修正后计算的结
果为 40. 34%。
来自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 2018 年 2 月 28 日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http: / /www. gov. cn /zhengce /2018 － 03 /04 /
content_ 5270704. htm? trs = 1。
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 ( 2016 ) ，http: / /
www. scio. gov. cn /zfbps /32832 /Document /1494402 /1494402. htm。



度，着重讨论精准扶贫行动中的收入再分配措施，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共资源配置效率。

第一，间接性财政支出。这里指的是推行精准扶贫政策的行政成本，因涉及面广

泛而难以搜集完整的数据，此处仅采用人员派遣信息加以说明。首先，为了精准识别

帮扶对象，2014 － 2016 年间，各级政府共组织了 280 万人 ( 次) 进村入户，共确认了

12. 8 万个贫困村，2948 万个贫困户，8840 万贫困人口。在此基础上逐一建档立卡，以

便精准帮扶、分类施策。其次，为了落实扶贫到户，党中央要求，每个贫困村都要派

遣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要有帮扶责任人。全国共选派 77. 5 万名干部驻村，18. 8

万名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党组织薄弱涣散村担任 “第一书记”。按照 2018 年中部地区

( 湖北省) 乡镇政府副职年薪 4 万元的标准估算①，这 96. 3 万名选派干部的工资总成本

平均每年在 385 亿元左右。

第二，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这部分资金的用途和分配，财政部曾予以说

明②: “采取因素法进行测算分配，用于支持扶贫发展、少数民族发展、以工代赈、国

有贫困农场扶贫、国有贫困林场扶贫、‘三西’农业建设等方面”，“分配给中西部 22

省份的资金规模占总规模的比例达到 97. 4%”，“进一步加大了对西藏和四省藏区、南

疆四地州、凉山、怒江、临夏等深度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2017 年，中央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已将近 861 亿元，大约相当于 2010 年资金规模的 3. 87 倍 ( 表 2) 。

第三，东西部地区对口财政转移。在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下，省际对口支援机制

已启动多年，涉及的领域除了干部人才交流、产业发展和劳务对接以外，还有教育、

文化、卫生、科技等方面的合作。短期见效且又常见的帮扶方式是东部省份通过实施

公共项目，投资于西部对口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笔者在西藏和新疆多地调研时，都

曾见到以援建省份的名称命名的道路及其他工程设施。2017 年，这种对口帮扶机制延

伸细化到县际。在中央政府的安排下，东部地区 267 个经济强县和西部地区 406 个贫困

县，启动“携手奔小康”行动。此外，还有 320 个中央机构定点帮扶 592 个贫困县，

军队和武警部队定点帮扶 2000 多个贫困村。鉴于作为援助方的公共资源来自财政，直

接向受援方输送的人力或物质资源，必然包含财政转移的因素。

第四，中央职能部门组织实施的公共投资项目。无论是交通、水利、电信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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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来自今日头条网 《村干部的收入变局，谈村干部待遇问题》，https: / /www. toutiao. com /
a6573089604176445966 /。
来自中国政府网 《中央财政拨付 2017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860. 95 亿元》，http: / /
www. gov. cn /xinwen /2017 － 06 /08 /content_ 5200771. htm。



设施建设，还是针对脆弱人群的健康和教育项目，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投资力度

都进一步加大。例如，在 2012 年启动的“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中，中央政府

最初拨款 1 亿元，每日为 27 万婴幼儿 ( 6 ～ 24 月龄) 提供免费营养包。此后政府的投

入逐年增加，到 2016 年已累计投入 19 亿元，有 450 万婴幼儿受益。

第五，行政指导下的企业收入转移。国务院国资委组织中央企业开展 “百县万村”

扶贫行动，全国工商联动员 2. 2 万家民营企业开展 “万企帮万村”行动。企业不仅捐

资捐物，还与受援地区的政府合作，派遣人员参与职业教育培训、易地扶贫搬迁、电

商扶贫和旅游扶贫等精准扶贫工程 ( 李静、韩缙，2017) 。

以上列举事项并未穷尽 2012 年以来扶贫行动中强化了的收入再分配措施，但也足

以显示高层决策群体对于消除绝对贫困的强烈政治意愿。此间，农村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的 10. 2% ( 9889 万人) 下降到 2017 年的 3. 1% ( 3046 万人) ，贫困人口规模每

年减少 1000 万人以上。减贫幅度之大，无疑令人瞩目。不仅如此，国家统计局的贫困

监测还表明，贫困地区农户的家居条件也显著改善。2016 年，农户当中开通有线电视

的约占 94%，开通宽带的达 80% ; 居住钢筋混凝土房或砖混材料房的农户比重为

57%，使用管道供水的比重为 67%，独用厕所的比重超过 94% (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

办公室，2017) 。

不过还需注意的是，同期财政扶贫资金的减贫边际效果明显递减。鉴于尚无可供

使用的全部类型的财政扶贫资金统计数据，而且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主力资金，

我们可以假定其他类型的资金增量不变。那么，每新增 1 亿元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对应的贫困人数的减少，从 2012 年的 39 万人，降至 2017 年的不到 7 万人 ( 表 2) 。这

或许是因为，脱贫越晚的人口贫困程度越深从而脱贫难度越大，或是因为相当一部分

专项扶贫资金并非可以短期见效。但无论如何，减贫边际效果明显递减的现象足以警

示，调整现行扶贫战略的时候到了。在这一关节点上，亟待相机抉择的问题如下。

其一，贫困发生率降到 3%的水平，即可采取以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为

主导的办法，实现消除极端贫穷 ( 绝对贫困) 并预防贫困风险的目标。由于天灾人祸

很难避免，贫困风险始终存在，“消除极端贫穷”在数量上的定义未必是贫困发生率等

于零。从世界银行的政策报告来看，它很可能定义在大于零和小于 3%的区间。一方

面，该报告把 2030 年全球消除极端贫穷目标下的贫困发生率设为 3% ( 2. 5 亿贫困人

口) ; 另一方面，在介绍东亚减贫经验时估计，1990 年前韩国已消除极端贫穷，其贫困

发生率大约在 3%以下，因为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领取公共援助的人数还不到韩国总人

口的 1% ( Gill et al.，2016) 。据此也可以推测，韩国最终消除 3%以下的贫穷，主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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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的是社会保障措施。实际上，韩国并无专门的扶贫战略。其贫穷的减少主要通过

“间接路径”实现，即凭借加快经济增长和提高人口能力的办法。

表 2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及农村贫困人口规模 ( 2010 －2017 年)

年份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投入( 亿元)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

资金的减贫边际

效果( 万人 /亿元)

2010 222. 68 16567 17. 2 —

2011 272. 00 12238 12. 7 87. 77

2012 332. 05 9889 10. 2 39. 12

2013 394. 00 8249 8. 5 26. 47

2014 432. 87 7017 7. 2 31. 70

2015 467. 45 5575 5. 7 41. 70

2016 670. 00 4335 4. 5 6. 12

2017 860. 95 3046 3. 1 6. 75

注: “资金的减贫边际效果”指的是每增加亿元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应的贫困人口减少的数量 ( 万人) ，
计算方法是 ( 上年贫困人口 －本年贫困人口) / ( 本年财政资金 －上年财政资金) ，单位是 ( 万人 /亿元) 。贫困标
准为 2011 年调整后的标准，也是现行贫困标准，即每人每年净收入 2300 元 ( 2010 年不变价) 。
资料来源: 2010 － 2016 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数据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

权进步》 ( 2016) ，http: / /www. scio. gov. cn /zfbps /32832 /Document /1494402 /1494402. htm; 2010 － 2016 年贫困人口
和贫困发生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 2017) ; 2017 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数据来自中国政府网《中央
财政拨付 2017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860. 95 亿元》， http: / /www. gov. cn /xinwen /2017 － 06 /08 /content _
5200771. htm; 2017 年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数据来自中国政府网《2017 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 3046 万
人》，http: / /www. gov. cn /xinwen /2018 － 02 /01 /content_ 5262917. htm。

其二，采用社会保障措施并不意味着放弃扶贫政策，而是针对深度贫困群体的致

贫因素，继续增强社会救助及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投资。现存深度贫困人口，或是缺

失劳动能力，或是不善经营，或是山高路远而外出艰难。甚或外出务工，也因人力资

本和社会网络薄弱而收入低下 ( 李实等，2017) 。因此，对于阻碍现有贫困劳动力进入

市场的因素，还须借助基础设施建设及就业培训、指导和中介等服务予以排除。对于

劳动能力过低甚至缺失的家庭，仍需予以救助。更重要的是，必须从增加儿童早期发

展项目的公共投入做起，改善孕产妇及婴幼儿的营养和照护状况，提高贫困青少年的

健康和受教育水平，以阻断贫穷的代际传递。

其三，培育和发展合作社经济。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不免遇到

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是由市场力量还是由行政力量配置资源? 其次，项目落实到户

后，谁做经营决策人? 最后，谁来承担投资和经营风险? 贫困程度深重的群体由于在

居住区位、信息获得、观念开放、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劳动技巧和经营能力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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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均处于不利地位，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前很少得到投资项目。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规

定，财政扶贫基金中 70%要用于产业开发，产业开发项目资金中 70%要直接到户。现

存的贫困户多属极端贫困群体，经营失败的风险远高于平均水平，这就不免造成公共

资源的浪费 ( 贺雪峰，2017) 。

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失败的投资经营项目由地方政府推动，乡村基层干部和驻村

帮扶人员越俎代庖为受援者决策。结果是项目一哄而上，产业同质化严重，产品供过

于求而经营收益低，或是干脆无销路而经营亏损 ( 郭建宇，2017) 。至于外来帮扶人员

组织下成功实施的项目，受援群体却因缺少人力资本而难以自主经营。一旦外来者撤

离，生意的可持续性就成了问题①。更值得注意的是，投资项目中隐含的信贷风险。以

支持产业扶贫项目的小额信贷为例，在部分贫困县，政府不但出资贴息，还承担了

70% ～80%的违约还款责任，并为余下的 30% ～ 20%贷款数额购买违约保险，几近于将

金融活动财政化。项目一旦失败，而县政府和受援者又无力还款，则银行也会被拖累。

那么是否还有必要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呢? 回答是肯定的，但帮扶方式必须改变。

促进合作社经济发展，就是一条顺应市场经济环境的路径。这里所说的合作社，既非

20 世纪 50 年代“合作化运动”产生的集体组织，也不是近年来的 “公司 +农户”模

式，而是人们自愿联合的自助、自立、自治的经济组织。它不但能使小生产者获得规

模经济效益，而且还可在市场交易中抗衡垄断者的谈判权力 ( 唐宗焜，2012) 。笔者在

危地马拉的贫困山区曾见到农户组织的销售合作社。社员共同决策，雇用专业经理人

员经营销售。不但弥补了农户人力资本的不足，而且打开了产品销路，还增添了农户

的市场谈判砝码。仅就与农户的社会经济关系而言，这样的专业经营管理人员，与政

府派驻的帮扶干部显然不是一回事。

其四，用社会工作者服务网络替代干部驻村帮扶队伍。政府派遣行政干部驻村，

既有人才输入之效，也有助于通达村民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系。但除非这些干部

属于本机构的冗员，否则抽调驻村后将不但影响其原机构的正常运转，而且还有可能

干扰村民自治。加之派驻人员并非都具备企业家才能，却被赋予农户脱贫的责任，那

就既可能增大农户经营决策失败的风险，又会造成减贫主体错位的结果。“坐在门口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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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32581140_ 774978。



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或多或少地反映了部分受援者的消极心态①。这里之所以强

调社会工作者服务网络，就是因为它可以在村民自治组织之外，采用各种专业知识、

技能和方法，帮助贫困家庭解决社会问题。仅此而言，中国香港的社会工作者服务体

系，便是一个国内外公认的范例。

其五，提高城市化政策与扶贫政策的兼容性。到目前，农村劳动力自发地向城市

转移所具有的减贫效应已无争议，但决策者对于由此而产生的中国经济增长点和增长

动能还缺少充分的认识②。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决定: “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

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财政

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③”。但农村迁移人口市民化的进展微乎其微，

甚至出现城市政府以整顿环境和保证教育质量为名排挤迁移人口的现象。这在政策方向

上，与不断强化的扶贫行动显然背道而驰。进一步讲，缺少双亲照护的留守儿童数量并

无明显减少。而缺少母亲照护，正是儿童营养不足和发育不良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 Chen

et al.，2011) 。这类儿童成年后，健康脆弱性远高于一般水平，陷入贫困的风险也会高于

其他群体。相形之下，日本和韩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未出现大规模的乡村留

守儿童现象④。可见，城乡分隔完全是人为的制度设计所致。鉴于此，巩固现有的减贫成

果和降低未来的贫困风险，仍将取决于高层决策群体清除城乡间制度壁垒的政治意愿。

三 结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乡村人口大规模地处于贫穷饥饿的状态中启动的。40 年过去，

饥饿已基本消除，共有 7 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穷。这既是亿万农民挣脱计划经济体制

束缚、谋求生计改善的结果，也是国家高层决策群体回应公众诉求、引领人民转向市

场经济并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成就，同时还是逐步增加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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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来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这样在扶贫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功》，
http: / /www. ccdi. gov. cn /xbl /wkt /201805 / t20180502_ 171045. html。
来自中国乡村发现网，韩朝华 ( 2017) ，《农业人口转移背后的隐忧和动能》，http: / /
www. zgxcfx. com /zhubiantuijian /105650. html。
来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http: / /cpc. people. com. cn /n /
2013 /1115 /c64094 － 23559163. html。
来自腾讯网，刘新宇 ( 2017) ，《人是资源不是负担———日本为什么没有留守儿童》，
http: / /dajia. qq. com /original / japan / lxy170519. html。



将社会保障推广到全国城乡的回报。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社会经济长足发展的

40 年间，针对那些因区位及人力资源条件极为不利而难以分享发展机会的上亿乡村人

口，不间断地采取综合性扶贫措施，也是消除饥饿和贫穷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进一步

讲，乡村减贫的过程也是农民在农业集体化运动和计划经济体制确立中丧失的权利渐

次回归的过程。以下几个时间段的制度性变化，对此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1978 － 1985 年间，农民为摆脱饥饿而在生产组织方式上的创新，与政府解

决人民吃饭问题的政治意愿一起，触发了影响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农村经济改革。改革

中形成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不仅赋予了农民部分财产权，而且还使他们获得

了支配自己劳动力的自由。

第二，1986 － 1992 年间，沿海一带农民在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边缘，创办了多种

类型的乡镇企业、个体企业、合伙企业和私人企业，从非农产业中获得了新增财产和

收入。在高层决策者支持下的经济特区，还引入了“三资企业”，并出现了农村劳动力

跨区域流动的端倪。多种所有制企业形态的出现，在实践中冲击了计划权威和行政权

力; 在理论上，挑战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为单一公有制的教条。邓小平对特区经济

的肯定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述，既为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开拓了舆论

和制度空间，也为广大乡村人口带来更多的经济自由。

第三，1993 － 2002 年间，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和中国经济融入全球

化潮流，城市建设和工业服务业迅猛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中西部欠发达

乡村的青壮年劳动者抓住这个机遇，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突破了计划经济遗留的阻碍

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壁垒。尽管城市政府新增了多重政策性障碍，迁移劳动者还

是获得了事实上的跨城乡、跨地区就业的权利。

第四，2003 － 2011 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收入不均等程度显著加大，农村

人口缺少社会保护的状态在一场疾病疫情中充分暴露。因此，中央政府从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加快弥补社会政策的短板。一方面，相继制定 “新农合”、

“新农保”、农村“低保”和农村迁移工人参加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的制度; 另一方

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在废止农业税和大幅减轻农民缴费负担的同时，农村社区基

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筹资转由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乡村人口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的权利由此而明显增加。

第五，2012 年以来，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行，使得农村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发展和分

享增长收益的机会大为增加。此间向贫困地区密集投入的物质资源和派遣的干部人才，

达到 1986 年开展全国性扶贫行动以来从未有过的规模。贫困地区的交通、水利、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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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强化，针对脆弱人群的营养、健康和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日益

改善。贫困人口规模每年减少 1000 万人以上，2017 年减少到 3046 万人; 贫困发生率

从 2012 年的 10. 2%下降到 2017 年的 3. 1%。

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计算的减贫边际效果明显下降。每

新增 1 亿元专项扶贫资金对应的贫困人数的减少，从 2012 年的 39 万人，降低到

2017 年的不到 7 万人。这说明，现行扶贫战略还需调整。首先，以社会保障措施

为主，帮助现存深度贫困人口实现吃穿不愁，以及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

全有保障的目标。其次，培育和发展农户自助自治的合作社经济，排除行政力量

对农户和企业经营决策的直接干预。最后，用社会工作者替代驻村干部，以便引

入专业知识和方法，帮助贫困家庭和个人解决遭遇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消

除城乡户籍居民在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获得权方面的不平等，促进贫困家庭

的劳动力转移。

城乡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弥合。但消除城乡居民的权

利不平等，则可以凭借短期内的政治决定明显见效。这一点，以城乡不同利益群体之

间平等的社会协商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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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y Years'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Chine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Zhu Ling ＆ He Wei

(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China has basically eliminated starvation in the recent four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Up to the end of 2017，the poverty incidence rate declined to around 3 percent

and more than 700 million rural people got rid of poverty. Such great achievements are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following factors. First of all，farmers have gradually obtained their economic

freedom deprived under the planned economy. Second，in response to the desire of the nationwide

public，the high level policy-making group of the state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turn to the market

economy，achieving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Third，governm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have

increasingly invested in infrastructure and human capital while extending the coverage of social

protection to both urban and rural sectors of the country. Fourth，comprehensive actions with a broad

social mobilization have been continuously undertaken for alleviating poverty of those lacking

capabilities and living in extremely disadvantageous areas. Currently，the marginal return to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poverty reduction is apparently declining.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remove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in the business decisions of poor households， while creating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avor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economies. Moreover，it is also

essential to eliminate rural-urban inequalities in the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rights as well as to

promote labor mobility of the poor and urbanization of the rural people．

Keywords: 40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up，transition of dual economy，rural-urban divide，

poverty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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